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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700万外卖骑手，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被关注。
网络热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引发的讨论持续了半个多月，仍然没有止息的迹象，反而引来更多的专业学者相继介入，这在话题频繁更迭的公共舆论场里并不常见。
平台算法“压榨”、骑手50分钟违章6次、上海每2.5天就有一名外卖员伤亡……这些新近引爆舆论的事实和问题，从外卖骑手这一新兴就业群体诞生之初就已经存在。但是，在AI技术越发成熟的今天，外卖骑手试图寻求喘息的灰色地带被挤压得越发稀少，冰冷的数据直接牵连着严厉的惩罚，一个新兴就业群体的劳动焦虑终于升级成算法时代的公众焦虑。
面对外卖骑手的困境，有的声音把“算法”当成了“背锅侠”，这既不符合实际情况，也把问题的核心从价值观淡化成了信息技术。不消须臾，理智的反对声音就已经出现—技术没有价值观，但技术背后的人必须要有。在花哨的新词汇新概念背后，逃不脱的还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主张与保护。
平台经济的兴起对社会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为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但这并不会彻底解决一直处在合法与非法边缘的劳动权益问题。在“算法”的“压榨”下，外卖骑手头顶高悬的惩罚措施，迫使他们在车水马龙的城市街头狂奔，不得不把自己一次又一次置身于危险的隐患之中。与政府高度关注的工厂安全生产隐患相比，它们并没有过多的差别，都是在用更大的事故几率“兑换”效率的提升，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唯一不同的是，工厂没有办法推脱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更没有办法逃脱严厉的法律惩罚，互联网平台却可以做到这一切，仅仅承担相比起来微乎其微的责任，有时甚至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因为外卖骑手的每一次“生产事故”，都是这些奔忙求生者自己的疏漏和过错。
一方面是门槛聊胜于无的就业大门让外卖骑手几乎找不到个人的存在感，另一方面是平台寡头霸占着“游戏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如果再加上劳动法律、政府管理、商业伦理道德这样的第三方约束既低效又散漫，最终使这场有关互联网时代劳动权益的博弈变得毫无悬念。就像在这场有关外卖骑手困守系统的讨论中，媒体学者的批评洞察深邃，平台企业的表态却轻描淡写，最能强硬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政府权力，反而有些欲说还休。
84年前，喜剧大师查理·卓别林在他的代表作《摩登时代》中，以黑色幽默的形式展现了工业初时代的工人生活，让人们记住了单调重复的机械作业导致工人患上精神病的场景。10年前，富士康员工“××连跳”悲剧的发生，显露出劳动者真实生活的残酷的一面。10年后的今天，工业时代向数字时代的转化过程中、平台经济浪潮下外卖骑手的困境，几乎就是当年流水线工人无奈挣扎的翻版重演。但是，和当年万众齐讨富士康的尖锐声音相比，平台企业道德耻感的低下令人齿冷，监管部门出手整治的觉醒还没有产生足够的震慑。
在媒体的描摹里，如今的外卖平台巨头的那位创始人，曾经也有过温暖芸芸众生的情怀。他看着北京五道口的熙攘人流这样说：“做互联网创业的人，很少考虑怎么去帮助这些人，这些普罗大众。我们就是要帮助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这也是属于我们的机会。”今天，属于创始人和资本的机会变成了漂亮的财报，当初帮助普通劳动者改变命运的情怀，还有多少余温？
尽管舆论场里热闹非凡，骑手与平台，这场数字时代的劳动博弈，胜败结果显然毫无悬念。但是，在席卷社会生活的信息时代大潮里，如果无人能够解救“困在系统里”的劳动者，我们奋力奔跑的目的和意义，又在哪里？

